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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以创新、质优、先进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技能工具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生产力与新兴科

技的结合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效率。人工智能作为技能工具化的典型代表，正在改变着

世界工业的发展路径。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互联网正在重构全球生产体系

的组织方式。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其显著特征是在新

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驱动下世界各国通过释放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跨国

公司为基础的、基于水平分工的世界生产体系(黄奇帆，2020)。这一全球生产方式的

形成共经历了四次产业转移，其中前三次是产业的整体迁移，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

量的产业整体迁移到另一个地区。而第四次迁移是产业链式迁移，即产业链上不同环

节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进行部分迁移，中国也是在此轮全球价值链重

构过程中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20世纪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

家及亚洲“四小龙”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能耗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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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中国凭借着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成为此轮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国(赵芸芸和

乔标，2020)。

然而，全球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国际财政与金融的蔓延，尤其以美国为

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开始逐渐向外转移制造产业，开启了去工业化之路。金融的失序

发展以及产业的空洞化，引发了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进而演化成全球性的金

融危机，自此世界的钟摆运动开始向逆全球化方向转动， ①全球化时期建立起的政治

经济秩序正在被重构，同时开启了全球价值链的第五次重构。与前四次由发达国家或

地区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单向转移不同，此次重构过程呈现出双向迁移特征。

一 方 面 ， 受 到 人 口 红 利 的 影 响 ， 以 出 口 或 代 工 为 主 的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从 中 国 向 东 南

亚、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转移，作为转出国的中国亟待实现传统产业的

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意识到产业空洞化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

制定“再工业化”战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致使多国长时

间关闭边境，全球物流一度停摆，全球产业链体系被阻断甚至破碎，各国更加意识到

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温铁军和张俊娜，2020)。

但经历了前四轮的产业转移，已然形成的全球性生产体系不可能简单回退，重新

将制造业原封不动地搬回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产业集群优势

也不能被忽视。脱离系统的产业集群，单纯由于人工成本问题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

东南亚，也非最优选择。信息革命后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诞生打破了世

界地理的界限，为逆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在改变着既有的生产

方式和组织形态。数字时代原有的大规模、同质化生产方式开始向小批量、定制化、

个性化的方向转变，既有的集中式生产制造模式开始向网络化的协同生产方式转变，

由以产品本体制造为中心向“产品+服务”转变，由单纯的机器自动化向万物互联为

媒介和以数据为驱动的智能化转变(王峰，2019)。因而，世界各国纷纷开始探索互联

网赋能制造业的新型工业化模式，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

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最先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将工业革命的成果

及其带来的机器、机组和物理网络，与近期的互联网的成果——智能设备、智能网络

和智能决策融合到一起，我们将这种融合称作工业互联网”(通用电气公司，2015)。

随后一年的汉诺威工业展上，德国也正式推出“工业4.0”概念，将互联网技术与制

造工业融合，在制造领域涉及的所有要素和资源间形成全新的“社会—技术互动”，

在一个“智能的、网络化的世界里”物联网与服务网相融合，渗透到生产的每一个关

键领域（BITKOM e t  a l . ,  2016）。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探索始于“互联网+”行

动，“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

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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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全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始于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结合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比

较美国、德国和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可以发现，三国虽然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

式，却均表现出鲜明的制度烙印。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指出，各国的工业化发展表现出

明显的国家异质性，这一点与各国工业发展的组织方式紧密相关（霍尔和索斯凯斯，

2017）。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处理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过程，是一场新的工

业化过程。工业化进程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它嵌入一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并不能摆

脱政治制度而单独由市场完成，国家、市场与社会是各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大主体。

经济社会学的早期研究已经证明，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抑或是一个国家，总是习惯于

沿用已经被证明成功的路径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强化和巩固已有的竞争优势

(Dobbin, 2004)。面对新科技的冲击，一国总是习惯性地借助新兴科技提升既有产业的生

产效率，同时依托治理模式组织推动新兴技术的创新。因而，新兴科技在为传统工业赋

能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既有的生产组织方式。既有产业基础与产业治理模式共同塑造了

各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烙印。本文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例，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出发，探索制度传统对三国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影响。本文重点聚焦新质生产力中先

进技术与制造业相结合的维度，以三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路径为实证案例，深入分析产

业基础与治理模式如何共同塑造三国新型工业化路径。

二、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基础与大公司治理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掀起了一场资本全球化风暴，

推 崇 着 “ 股 东 价 值 最 大 化 ” 理 念 的 企 业 管 理 者 们 尽 可 能 将 用 于 生 产 的 重 资 产 外 包 出

去，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则是更加追逐高杠杆的投资结构，在

资产下降和高杠杆的使用下，提升净资产收益率(杨典和欧阳璇宇，2018)。在金融资

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从就业人

口比例来看，20世纪50年代约50%的就业人口从事与制造业相关的行业，但这一比例

在金融危机前不足20%。2008年的“次贷危机”给金融资本主义思想带来重创。由于

产业空洞化所导致的失业、贫富差距和民粹运动等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管

理者开始反思全球生产模式，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提出启动美国制造业回归，开启了美

国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之路。

2009年12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A Framework 

for  Revi ta l i z ing  Amer ica  Manufac tur ing），将美国经济发展重心回归至发展制造

业。2011年6月，奥巴马政府启动“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旨在探索如何深化

发展信息科技等新技术。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布《国家先进制造

战略计划》，该计划遵循“推行先进制造业开放政策、加强制造业设备建设及优化政

府投资”等三项原则，确立了“加大中小企业投资力度、研发先进制造技术、建立多

方合作关系、调整政府投资方向和提高科研经费”等五个目标，引导美国企业依托先

进科技重振制造业。

正如前文所言，工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和制度粘性。一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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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中遇到重要转折点时，总是习惯性地选择曾经已经被验证成功的发展路径，

但是由于外部结构性环境的变化，行动者也会根据新环境进行适应性变革。

金 融 危 机 后 ， 美 国 工 业 发 展 的 首 要 任 务 是 改 善 产 业 空 洞 化 问 题 ， 重 振 本 土 制 造

业。前期已经迁移出去的传统制造产业很难再重新回归美国本土，但美国本土仍然保

留着大量与信息技术产业相关的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信息技术产业是美

国高端制造业的重中之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绝对的话语权。2022年公布的《世界

品牌500强》前四位分别是苹果、微软、谷歌和亚马逊，均是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公

司。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发展问题，如何发挥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带动制造业回归，使

遍布世界的美国制造业实现协同生产，是美国此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012年底，

美国GE公司便提出了基于信息技术赋能制造业的“工业互联网”概念，这也成为美

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

美 国 的 工 业 互 联 网 路 径 更 加 注 重 软 件 、 网 络 和 大 数 据 技 术 的 应 用 ， 实 现 不 同 设

备、人之间通信、控制和计算的集成（李晓华，2020）。在发展目标上，为了应对全

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路径更加强调效率与协同生产，借助互联网

将全球范围内的机械、人和数据连接在一起，通过数据分析与运行预测，在全球范围

内配置资源，实现全球制造联网(杨帅，2015; 闫敏等，2016) 。

美国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既有工业基础的比较

优势；另一方面是这种借助信息产业技术赋能工业产业链整合的发展模式在美国的汽

车及大飞机产业早已实践过，且被证明行之有效。回顾美国的工业发展史，早在2000

年 前 后 美 国 航 空 和 汽 车 产 业 的 企 业 就 开 始 探 索 以 互 联 网 技 术 赋 能 制 造 业 的 新 发 展 路

径。美国作为第二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推动者，其制造业较早时期就已拥有了相

对发达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也正因如此，美国公司非常重视供应链管理，因为这是企

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作为复杂产业链的代表性行业，美国的航空和汽

车产业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就借助互联网的数字化技术试图实现供应链的智能化。在

航空领域，由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等公司筹建Exostar公司，满足航

空和国防业务的电子化需求，通过Exostar公司对供应链的管理提升效率，降低供应链

管理中的风险。在汽车领域，由通用汽车、福特公司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牵头组建

Covis int（科纬讯）用于实现汽车供应链的网络协同化。作为互联网企业代表，亚马

逊也专门开发了Amazon Supply服务（现今Amazon Business的前身），用于为企业实

现协同生产服务(胡权，2019)。可见，借助工业互联网实现全球产业链协同合作，是

美国在此阶段依托信息技术产业优势，改善产业空洞化问题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巩固美国工业互联网路径，2018年美国先进制造技术委员会发布

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Strategy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明确将依托工业互联网抓住智能制造系统未来作为美国重振先进制

造业领先地位的重要目标，并同时配套制定投资、教育、培训等五大具体措施，其中

包括建立专项基金持续扶持美国国家基金会的物理信息系统研究，打造围绕工业互联

网发展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并提供相关税收投资优惠政策(杜传忠和金文翰，2020)。

马 莹 甄志宏 制度传统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美国、德国与中国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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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落实，需要具体行动者的推行。政府、市场与社会是经济

发展中三类重要的行动者，在既有理论框架下，美国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

自然而然市场被认为是美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但是在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发现，

美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不同的是，美国的产业政策并非直接

干预工业发展的细节，而是更加倾向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引导市场接纳不断涌现的

创新，从而对本国制造业的创新起到拉动作用，而GE、IBM等跨国大企业组成的企

业联盟则是美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主要推进者。2012年由GE、微软、AT&T、IBM

和思科共同发起成立的工业互联网联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简称IIC）

具体落实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细节。产业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在推进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应用和推广，联盟围绕参考架构、应用案例、标准协作和测试床等四个方面开展

工作。联盟内各龙头企业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技术、标准、产业化

等方面做出前瞻性布局。GE公司通过一系列收购不断强化软件能力，将数字技术与其

在航空、能源、医疗和交通等领域的专业优势结合，搭建Predix工业云平台。IBM的

Bluemix平台以IBM的云计算、软件开发等技术为牵引，向操作技术层不断延伸。

大 公 司 治 理 模 式 是 美 国 长 久 以 来 形 成 的 一 种 治 理 传 统 。 在 美 国 ， 由 大 公 司 所 组

成的企业联盟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行动者。大公司治理模式不仅是一种商业

组织形式，更是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组织经济的重要方式。美国的工业化路径开始于大

公 司 治 理 的 公 司 革 命 ， 以 2 0 世 纪 初 创 立 的 美 国 钢 铁 公 司 为 代 表 ， 标 志 着 美 国 从 原 有

根植于乡村、农业、地方性和小规模生产的个人社会向建立在城市的、工业化的、全

国性的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社会转型。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进入恢复期，再加

之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钢铁、铁路、电力等大型制造经济的发展。这些工业发展

的初期更多的是政府行为，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被认为是自由经济盛行的国度。道

宾（2008）在研究美国铁路产业时就曾指出，美国铁路发展过程中来自州财政的支

持远高于那些被认为是中央集权的国家。随着美国资本的社会化，这些大型工业企业

开启了公司革命，股份制被引入，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与制造业融合，形成了大

公司治理模式，进而推动了美国首次工业化的发展，这种治理模式成为美国日后核心

的生产关系，是美国组织经济的重要方式。因而，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再工业化进程，

美 国 首 选 曾 经 成 功 推 动 工 业 化 发 展 的 大 公 司 治 理 模 式 推 动 新 型 工 业 化 发 展 （ R o y ，

1997），GE、IBM等大公司成为美国工业互联网的重要推动者。

三、德国：传统制造业基础与行会治理模式

制 造 业 一 直 是 德 国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保 障 ， 然 而 美 国 、 日 本 及 欧 盟 各 国 相 继 推 出 的

“制造业回归”战略，正在挤压德国在高端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另外，随着中国、印

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承接，德国原有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优势

日渐减弱。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压力，德国推出了以保障德国制造

未来为核心目标的“工业4.0”战略，探索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德国工业。

与 美 国 相 比 ， 德 国 的 信 息 技 术 产 业 基 础 相 对 薄 弱 ， 世 界 5 0 0 强 中 仅 有 思 爱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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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一家信息技术领域的公司入榜，但“德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德

国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战时烙印，为了应对战争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设备运输业为

德国的汽车制造工业奠定了基础。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德国制造开始探索小批

量定制模式，重点关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将生产重点转移至机械模具设计、大

型工业设备、精密机床及高级光学仪器等更高附加值的制造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德

国机械制造2/3来源于小批量、精细化生产，灵活的精专制造成为德国制造的国际竞

争优势(巫云仙，2013)。因而，德国以“工业4.0”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旨

在将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融入传统制造领域，满足定制化、个性化的柔性生产需求，

使德国制造向智能制造、智慧服务方向转型。智能工厂与智能生产是“工业4.0”的

两 大 主 题 ， 德 国 不 仅 要 成 为 智 能 制 造 的 使 用 者 ， 同 时 还 要 成 为 智 能 制 造 设 备 的 供 应

者，构建遍布德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涵盖大中小企业的高速互联网，实现对德国

国内制造业的整合(杨帅，2015)。

2 0 1 0 年 7 月 ， 德 国 教 育 和 研 究 部 发 布 《 2 0 2 0 高 科 技 战 略 ： 创 意 · 创 新 · 增 长

（2020 High-tech St ra tegy for  German:  Idea· Innovat ion· Growth）》报告，

将 发 展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作 为 德 国 未 来 十 年 重 点 关 注 的 五 大 核 心 领 域 之 一 ， 旨 在 打 造

基 于 信 息 物 理 系 统 的 制 造 智 能 化 新 模 式 ， 帮 助 德 国 强 化 其 在 智 能 制 造 领 域 的 国 际 竞

争 优 势 。 “ 高 科 技 战 略 ” 是 德 国 政 府 自 2 0 0 6 年 起 推 出 的 一 项 国 家 科 技 发 展 的 总 纲

领，旨在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确立德国未来科技发展的优先顺序和创新目标(黄群，

2011)。德国教育和研究部发布的高科技战略报告，为德国互联网与制造业结合发展

路径奠定了国家层面的总体思路。2011年，作为政府智库团队的国家科学与工程院

（ACATECH）提出“工业4.0”概念，将“工业4.0”定义为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 h y s i c a l  S y s t e m s ， C P S ） 与 制 造 业 的 融 合 。 随 后 一 年 ， 德 国 经 济 科 学 研 究 联 盟

（FU）成立“工业4.0”工作小组，主要负责在德国专家提出的意见基础上推动相关

概念体系的扩展。德国经济科学研究联盟是德国中央创新政策咨询机构，汇聚科研界

技术专家、产业界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等多领域28名专业人士，负责组织产业界、科研

界和政治界共同实施德国高科技战略计划。2012年，经济科学研究联盟与国家科学与

工程院向德国政府联合提交《德国工业4.0未来项目实施建议：确保德国制造业的未

来》报告，次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在此报告基础之上发布《保障德国制

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正式将德国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的新质生产力路径定义为“工业4.0”路径。

与美国崇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更加注重维护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虽然也强调市场竞争，

但该制度更重视“竞争秩序”。政府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制定一套有秩序的竞争

政策，保障创新过程中资金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稳定。为了快速恢复经济，德国形成

了“对内合作、对外竞争”的工业制度，卡特尔和产业行会成为德国该项工业制度的

重要载体。二战时期，为了满足战时需要，德国制造业全面卡特尔化，战后成立卡特

尔局作为执法机关，保障建立有秩序的竞争市场。20世纪90年代，德国合法存在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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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组织有200余个(谢汪送，2007)。后来，卡特尔制度逐渐被专业化的产业行会所

替代。产业行会为德国中小企业建立了行业内的合作创新机制，如德国机械设备制造

业联合会（VDMA）、德国工程师协会（VDI）、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以及电

气和电子制造协会（ZVEI）等。除此之外，稳定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合作的银行融

资体制，以及社团工会组织为德国中小企业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德国工商大会是德

国工商业方面的行政联合机构，负责汇总中小企业的需求，帮助它们争取更多资金支

持，还可以为它们开展海外运营提供帮助。根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所有德国境内企

业（除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及农业加工业外），均须加入德国工商大会。德国还建

立了企业与银行长期合作的利益相关模式，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机构多

达几千家，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储蓄银行、州立银行、担保银行及合作银行等，

为中小企业发放中长期贷款(郑志刚，2020)。可见，行会治理模式是德国工业发展的

重要制度传统。基于此，专业的产业行会成为德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者，德

国制造业的各中小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德 国 政 府 在 产 业 政 策 组 织 落 实 过 程 中 非 常 注 重 划 分 政 府 、 行 会 、 高 校 及 企 业 之

间的组织边界：政府职责主要集中在顶层设计与规划；专业行会则是围绕政府顶层设

计落实跨行业的对接与交流工作，主要负责统一标准、技能培训、搭建基础设施等工

作 ； 高 校 往 往 更 加 关 注 先 进 科 技 的 基 础 研 究 ； 企 业 则 负 责 具 体 的 创 新 应 用 过 程 ； 专

业 的 科 研 机 构 则 是 高 校 与 企 业 创 新 研 发 的 重 要 桥 梁 ， 将 基 础 研 究 与 应 用 研 究 相 串 联

(丁纯和李君扬，2014;  盛朝迅和姜江，2015)。2013年，ZVEI、VDMA、德国信息

技术和通信新媒体协会（BITKOM）联合成立工业4.0平台，对工业4.0标准化、技术

研 发 、 数 据 安 全 、 人 才 培 养 、 法 律 框 架 、 商 业 模 式 等 展 开 跨 行 业 对 接 交 流 ， 发 布 工

业4.0标准化路线图，制定工业4.0参考架构模型（RAMI4.0）。在产业政策的推动之

下，组织国家科学与工程院、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弗拉恩霍夫研究所和部分高校

开展基于物联网、智能工厂、系统生命周期等一系列前瞻性研发和人才培养。由于此

时的工业4.0平台仅由三大专业行会牵头，政府及国家智库关于工业4.0的具体发展理

念及顶层设计未能清晰地传递至企业及工程人员，致使此阶段的产品开发并未有明确

的技术规范。为了改善这一情况，2015年4月起，由德国经济和能源部、教育和研究

部两大政府部门共同牵头，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对原有的工业4.0平

台进行重组，成立国家级工业4.0平台。工业4.0小组所在的原德国经济科学研究联盟

也重组为高科技论坛（High-Tech Forum），在保留部分联盟专家的基础上，吸纳来

自德国工会联合会、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委员会等社会团体成员，组建成为由20名

来自科研界、产业界和社会团体界共同组成的国家创新政策咨询委员会，该专业团队

成为德国新质生产力从科研向企业落地实施的重要组织推动者。

四、中国：“全类别工业基础 +互联网生态”产业基础与
“官场 +市场”治理模式

金融危机后，尤其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来自国内国际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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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首先，逆全球化发展态势催生出的贸易保护主义致使中美等国之间贸易摩擦频

发，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成本被迫提升，迫使部分跨国公司将面向美国市场的

生产企业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

位。其次，随着中国劳动力、房租等生产成本的提升，原有基于成本优势选择在中国

建厂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高柏和

朱兰，2020)。因而，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中国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

重要目标，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的产业政策始于工信部推出的两化融合政策，自《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依托

技术创新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党的十七大

明确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目标。从十七大

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路径同时承载着发展先进信息技术与

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双重目标，因而中国的两化融合路径呈现出互联网端和制造业端并

重的特点。

新质生产力发展之初，中国在信息科技和制造业产业方面并不具有全球领先的竞

争优势，大多数高端工业软件仍依赖进口，传统制造产业信息化和自动化基础也相对

较弱。但是经历了改革开放40余年的积累，中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优势

和 庞 大 的 基 于 互 联 网 技 术 发 展 起 来 的 消 费 市 场 。 联 合 国 产 业 分 类 中 共 有 4 1 个 工 业 大

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孙兆，2019），这为中国两化融合路径提供了丰富的工业场景，这是其他拥有制造

业和信息产业优势的国家所不具备的。

基于消费互联网发展形成的互联网生态是中国发展“互联网+”新质生产力路径

的又一重要产业基础。1998年至2000年间，中国互联网应用正式从学术研究阶段进

入商业化阶段，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等国内互联网大厂也在这一时期相继成

立。2003年，“淘宝网”上线，电子商务开始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中心。随着

移动互联的不断推进，微信、QQ、抖音等即时通讯、网上社交领域在中国日渐成熟

（荆文君等，2020；邵占鹏，2020）。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网民数量居全球首

位。庞大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培育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为中国发

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大数据挖掘与处理技术的基础。结合中

国互联网生态与全类别工业基础，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以重点培育跨行业“双

创平台”为抓手，借助互联网行业的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技术赋能传统制造业，依

托制造业龙头企业的工业知识和模型的沉淀能力优先探索与互联网技术融合的智能制

造。根据统计，在重点培育的“双创平台”中由华为、阿里巴巴、用友等信息技术产

业主导建设的平台有45个，占比60%，由航天科工、海尔、徐工集团、三一重工等制

造业龙头企业主导建设的平台有30个，占比40%（杨春立和孙会峰，2019）。

不同于美国和德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分别以大公司和产业行会为重要推动者，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共同互动的结果，其中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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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是落实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重要推动者。这种政府与市场所形成的互动模式与

中国独特的“官场+市场”治理模式的制度传统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指

标成为中国锦标赛制官员晋升体制下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硬指标”，而地方经

济的发展又受到所在地区的市场竞争影响，地方行政体制的官场与经济发展的市场相

互嵌入，在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一套政府与市场互动的特殊模

式（周黎安，2018）。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策落实，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主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完善基础设施等以提升所在辖区产业竞争力，这一点在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中多次被证明（马莹和甄志宏，2024）。

发 展 之 初 ， 中 央 政 府 先 后 在 制 造 业 领 域 和 互 联 网 领 域 出 台 多 项 促 进 先 进 技 术 与

制造业融合的政策。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

见》，推动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模式与个性

化定制成为“互联网+制造业”的新形式。2016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制造业是实施“互联网+”行动的主战场，明确工

业互联网“新四基” ①之一的发展地位，以推动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建设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双创”平台为抓手，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各 地 方 政 府 为 了 率 先 推 进 本 地 企 业 实 现 两 化 融 合 ， 围 绕 推 动 中 央 政 策 落 地 、 平

台培育、试点示范等内容出台各项具体落实政策和资金、人力等优惠政策。上海发布

《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应用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广东出台《广东

省支持企业“上云上平台”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的若干扶持政策（2018-2020）》，

江苏、浙江等多地也出台具体落实指导意见，推进中国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积

极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地方政府作为上接中央、下连企业的中间力量，“官场+

市 场 ” 的 制 度 传 统 将 地 方 政 府 的 政 绩 与 市 场 发 展 紧 密 联 系 ， 推 动 地 方 政 府 充 分 发 挥

“有形的手”，促进地方企业跨行业合作。以安徽为例，政府积极打造工业互联网发

展的集采模式，以政府“有形的手”促进企业跨行业合作，降低中小企业技术转型过

程中的成本。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联合各地龙头企业组织建立产业行会，发挥行会

在产业引领中的作用，构建中国“互联网+制造业”的产业标准。工信部直属单位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工业、通信业、互联网行业等143家机构正式发起成立工业互

联网产业联盟（AAI），联盟包括航天科工、中国电信、海尔、华为等9家副理事长

单位，以及三一重工、潍柴动力、中国移动、中国电科集团等34家理事单位，首批成

员单位汇聚56家工业企业、48家信息通信企业、7家信息通信安全企业、6家协会、

15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和11家境外企业，目前联盟会员单位已超过1900家，主要负责

工业互联网顶层设计、技术研发、标准研制、测试床、产业实践、国际合作等多方面

工作。②“官场+市场”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政府—市场互动模式，在推动中

① 新四基是指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②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成立首批成员单位143家. 科技日报, 201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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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时，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技能工具化的演进尤为关键，而工业互联网作为其典范，

正重塑着全球价值链的格局，改变着既有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作为探索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重要维度，各国在互联网与制造业结合过程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制度烙印。工

业化进程与社会发展深度“镶嵌”，所谓“最优”发展路径是某一特定场域环境下社

会建构的结果。某种模式被认为最有利于创新，并非源于其具有超越制度环境的“绝

对效率”，而是因为其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域环境之下实现了“相对最优”，这

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变革。生产力的升级不仅是技术的变革，也包括生产模式、产业组织形式和全球

价值链的重构。各国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时所表现出的制度传统，不仅体现了各

自的产业特色和政策导向，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未来中国在探索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基于各地方产业优势和治理传统的差异性，积极探索因地

制宜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中国独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

手”深入融合，加快先进生产力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催生更多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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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Tra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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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skill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industry, which combine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skill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ed by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has 
promoted the fi fth reconfi gura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ts development path shows distinct country-
specifi c diff erences and has a signifi cant institutional imprint. Institutional traditions infl uence the way a country 
organizes itself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both in terms of its industrial 
base and its mode of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United States 
emphasizes the reintegration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chain, and relying on the tradition of large corporate 
governance, larg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become important organizer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Germany emphasizes the fl exibl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relying on the guild system, professional industrial guild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romoter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hina is oriented by market demand, utilizes the ecological 
advantages of consumer Internet and the manufacturing base of the world factory, and forms a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mode of tripartite interaction amo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ities and enterprises 
with the help of the governance mode of “offi  cialdom & marke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dustrial internet; instrumentalization of skills; institutional 
traditions;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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